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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资源协同研究：理论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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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同资源间的协同有助于放大资源价值，是企业实现持续成长和构建竞争优势

的重要基础。现有资源协同研究已形成一系列成果，但仍存在研究视角分散、动态演化关注不

足和数字情境阐释不充分等问题。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系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

权变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成了资源协同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组织

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框架，指出资源协同经历“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协同

效应”的形成过程，并通过企业能力提升和企业行为优化转化为企业价值、企业绩效及其他组

织结果，同时受到宏观地区环境、中观行业环境和微观企业情境的共同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协

同变革纳入资源协同过程框架，强调企业需要根据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推动资源协

同持续重构。最后，本文比较了传统资源协同与数字资源协同的差异，揭示了数字情境下连接

压力、反馈压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如何推动资源协同逻辑发生系统性演化。本研究突破了

既有资源协同研究相对分散和静态的分析局限，构建了系统化的资源协同研究框架，揭示了资

源协同在数字情境下的动态演化逻辑，从而推动了资源协同研究的系统化、动态化与数字情境

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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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剧了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使组

织面临更加复杂的技术迭代与市场变化（Wang等，2022；苏敬勤等，2022；杨鹏等，2024）。企业

需要动态调整资源以应对外部环境变迁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资源基础观强调战略资源在竞

争优势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

的战略资源（Barney，1991）。然而，在动态环境中，企业资源的价值创造并不完全依赖于资源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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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本身，而是在特定情境下通过资源间的互动与协同逐步释放。因此，如何解释不同资源之间

的协同过程与价值创造逻辑，成为资源管理领域亟待回应的重要理论议题。

资源协同为揭示资源互动关系及其价值创造机制提供了重要分析视角。资源协同是组织

资源通过互动产生联合效应，改变资源属性或产生新属性的过程，为解释企业如何从资源间的

互动关系中获取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Nevo和Wade，2010，2011；弋亚群等，2003）。已有研究表

明，资源协同组合的形成依赖企业的资产积累、组织学习和情境化实践，具有路径依赖性，并受

到因果模糊性和社会复杂性的保护，因而表现出较高的复杂性和不可模仿性（Schweikl和
Obermaier，2023；Piccoli和Ives，2005）。这导致竞争对手无法直接观察和复制企业的资源协同

组合，而且仅复制组合的一部分也难以为组织带来竞争优势（Aral和Weill，2007；Cao等，2016）。
因此，企业竞争优势不仅依赖资源禀赋本身，更取决于组织能否通过资源的创新配置与动态协

同，将分散的资源转化为独特的组织能力和组织价值（Adner和Helfat，2003；单标安等，2025）。
在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新兴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企业获取、整合

与利用资源的方式，也推动数据、算法和数字平台等数字资源进入企业资源体系，并与实物资

源、财务资源、关系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等传统资源形成新的互动关系（Nambisan等，

2017；Schweikl和Obermaier，2023；George等，2020；彭正银等，2025）。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资源

通过嵌入业务流程、连接组织要素和重塑资源配置方式，与传统资源共同影响企业价值创造

（李真和李馨怡，2025；张竹等，2025）。多种资源之间的协同是组织实现目标并构建竞争优势的

重要基础（Chen，2012；余传鹏等，2024；马鸿佳等，2024）。然而，数字情境下企业的资源类型、

资源属性和资源互动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资源协同的形成过程与变革方式也随之调整。

因此，如何在既有资源协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资源协同的数字化演进逻辑，成为资源管

理领域有待深化的重要议题。

文献梳理表明，资源协同研究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第

一，现有资源协同研究仍呈现碎片化特征，尚缺乏系统性整合框架。既有文献在研究对象、分析

层次和理论视角上相对分散，尚未充分揭示资源协同从形成基础、运行机制到价值实现的内在

逻辑，因而制约了该领域知识体系的累积与理论深化。第二，现有研究对资源协同的动态演化

关注不足。既有文献多从资源匹配与互补等相对静态的视角解释资源协同，较少讨论资源协同

组合如何随着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持续更新、重构与适应，动态能力理论在解释资

源协同变革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而难以有效解释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如何通过资

源协同变革维持竞争优势。第三，现有研究对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进逻辑揭示不足。数字

技术正在重塑资源属性、组织边界和资源互动方式，使资源协同的基础条件、运行机制、效应生

成和变革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已有研究尚未充分阐明数字资源介入后资源协同的系统性

变化，难以回应数字情境下企业资源协同实践发展的理论需求。

为回应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对资源协同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分析。首先，通过对

文献发表趋势、期刊分布和研究方法的统计，呈现资源协同研究的总体发展状况；其次，梳理资

源协同研究的理论基础，阐明系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权变理论在既有研究中的应用，并利

用动态能力理论解释动态环境下的资源协同变革；再次，从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和协同效应等

方面细化资源协同过程，构建组织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框架；复次，对比传统

资源协同与数字资源协同的特征差异，阐释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化逻辑；最后，总结本文

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为资源协同研究的系统化、动态化和数字化情

境拓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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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资源协同概念与研究概况

 （一）资源协同的概念

协同这一概念源于希腊单词“synergos”，意思是“共同工作”，意味着通过各种合作性互动

产生联合效应或功能结果（Corning，1995）。物理学家Hermann Haken将协同定义为合作，认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普遍存在有序或无序的现象，在一定条件下，有序和无序之间会

相互转化。协同使复杂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要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新变量，新变量

促使系统产生相变并不断演化，进而形成新的结构，促进要素属性的互补与增强，并推动系统

向更高层次的有序状态发展（Haken，1977，1983）。协同现象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

横跨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Corning，1998）。各种协同效应是组织系统向复

杂、多功能和多层次演化的主要原因（Corning，1995）。
进一步延伸到组织资源研究中，资源协同产生于多种资源之间的互动，其结果不仅可能改

变既有资源的属性，也可能催生新的资源属性，进而形成单一资源无法独立实现的整体效应

（Nevo和Wade，2010）。资源协同研究为理解组织内部不同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理

论视角，也为解释数字情境下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如何通过互动实现价值创造提供了理论基

础（Corning，1995；Nevo和Wade，2010）。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学者们在研究中赋予了协同不同的含义。例如，Nevo和Wade（2010）在

探究IT资产与组织资源的关系时指出，如果一个资源系统拥有积极的新兴能力来帮助它完成

任务或达到目标，那么这些资源间的关系是协同的。Someh等（2019）在研究业务分析赋能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时，将协同概念化为协同关系和协同结果。其中协同关系是指子系统协同工作、

跨越边界和相互补充的能力；协同结果是指由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具有新属性的高阶

系统。基于此，本研究认为资源协同是指多种资源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改变资源的固有属性或

催生新兴属性，而产生单一资源无法独立实现的整体效应的过程。

 （二）资源协同研究概况

 1. 总体趋势

本研究使用TS=（（“synerg*”）and（“resource*”）and（firm* or compan* or organization* or
corporat* or enterprise* or entrepreneur* or SME or start-up* or startup* or business））的检索式

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将语言限定为英文，文章类型限定为论文。中文文

献以主题词“资源协同”与“企业”组合或“资源协同”与“组织”组合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将文

献来源类别限定为CSSCI。截至2026年4月，共检索出3 264篇英文文献和268篇中文文献。参考

孙青等（2025）的研究，保留经济和管理领域文献，英文文献保留business、business finance、
economics、management、operations research & management science类别，中文文献保留“经济与

管理科学”类别，得到1 391篇英文文献和211篇中文文献。

文献筛选过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小组成员初步筛选文献，即查看题目、摘要、关键词及

引言等内容，发现较多文献仅关注资源或仅关注协同，与资源协同不相关，予以剔除，剔除后剩

余237篇英文文献和47篇中文文献。其次，仔细阅读全文，剔除与资源协同核心要素无关的文

献，即只将资源协同作为研究背景而并未在核心内容中予以关注的文献，剩余120篇英文文献

和34篇中文文献。最后，小组成员通过向前搜索和向后搜索进一步补充文献，即查看选定文献

引用的文献和引用了选定文献的文献，新增了相关但未被检索出来的文献13篇，总计获得

133篇英文文献和34篇中文文献。从发表时间看，资源协同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以后，文献数

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2024年和2025年数量大幅增加，这说明资源协同研究正在成为热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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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献年度发表情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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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献发表年份按正式出版年份统计；2026年数据截至2026年4月，为不完整年度数据；引文追溯新增文

献按其发表年份计入。

图 1    资源协同文献数量的年份分布情况
 

 2. 期刊分布与研究方法

从期刊分布来看，资源协同的英文文献主要分布在以下期刊：Information & Management
（7篇）、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5篇）、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4篇）、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4篇）、MIS Quarterly（3篇）、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3篇）、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3篇）、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3篇）、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3篇）。中文

文献主要分布在以下期刊：《经济管理》（4篇）、《管理世界》（2篇）、《中国工业经济》（2篇）、《南

开管理评论》（2篇）、《外国经济与管理》（2篇）、《科学学研究》（2篇）、《科研管理》（2篇）。从研究

方法来看，绝大多数文献为实证研究，总计142篇，占比85.03%。其中定量研究96篇，定性研究

28篇，混合研究18篇。此外，非实证研究共25篇，占比14.97%。

 三、  基础理论与研究应用

本研究对资源协同涉及的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主要基于系统理论、资源基础

理论和权变理论解释资源协同现象。动态能力理论虽已被初步用于分析资源组合更新与协同

调整，但其对资源协同持续重构过程的解释仍有待深化。基于此，本部分系统梳理上述理论在

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一）系统理论

 1. 系统理论介绍

系统理论认为，组织系统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各要素具有特定属性，其属性值决

定了要素的状态（Nevo和Wade，2010）。在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中，组织要素形成职能分工，并

通过观察或交流对彼此的行为作出响应（Ackoff，1971；Kast和Rosenzweig，1972）。这些互动会

改变要素的属性值或催生新属性，即生成增强属性或新兴属性（Someh等，2019）。由于增强属

性与新兴属性源于要素间的互动而非归属于某一要素，因此仅在系统层面得以表现（Nevo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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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e，2011）。基于此，系统理论常被用于从要素互动视角解释组织的整体行为，例如跨部门协

作中的涌现行为，以及组织学习与创新中的涌现现象。

 2. 系统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理论是解释和分析资源协同现象的基础理论。系统理论有助于概念化组织资源间的

关系，揭示资源协同的具体过程，为解释多种资源互动提供理论依据。该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

中的适用性如下：一方面，组织是资源的集合，组织内各类资源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任务

（Penrose，1959）。例如，人力资源负责执行和管理任务；资金资源提供财务支持；数据资源能够

为决策提供依据（Wan和Liu，2021）。不同类型资源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共同实现组织目标。因

此，系统理论是揭示资源互动过程的关键。另一方面，组织资源通过交流互动形成资源组合，资

源组合不仅涵盖了每个独立资源的固有属性，还会因资源间的互动而形成新属性（Nevo和
Wade，2010）。这些新属性源于资源间的互动，有助于企业放大资源价值。因此，系统理论还有

助于解释资源协同效应的生成过程。

 （二）资源基础理论

 1. 资源基础理论介绍

资源基础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资源基础观”到“资源行动观”的演进。传统资源基础

观起源于Penrose（1959）的企业资源集合论，强调企业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

和不可替代的资源是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Barney，1991；Barney等，2001）。然而，该理论

对资源转化为能力的过程关注不足。为进一步打开从资源到能力转化的黑箱，学者们聚焦于过

程导向的资源行动，发展出资源行动观，主要包括资源协同（Corning，1998；Nevo和Wade，
2010）、资源拼凑（Baker和Nelson，2005）和资源编排（Sirmon等，2007），从而更完整地解释了企

业如何通过具体的资源管理行为将资源转化为能力并获取竞争优势（张璐等，2023）。
 2. 资源基础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资源基础理论用于解释协同效应，即资源协同为何以及如何能够为企业带来独特的竞争

优势并影响企业绩效。对于企业来说，单一资源（如IT资产、数据资源）容易被复制和模仿，可能

并不完全具备战略价值。如果这些资源能够相互协同并形成资源组合，则这种组合可能产生战

略价值。这是由于资源间的协同产生了有价值的、稀缺的新属性，使竞争对手无法轻易复制和

模仿。因此，资源间的协同作用能够增强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从而提升其战略

价值（Nevo和Wade，2011）。这种战略价值能够帮助企业利用机会并抵御外部威胁，进而提升组

织运营效率和战略绩效（Aral和Weill，2007；Schweikl和Obermaier，2023）。综上，资源基础理论

有助于理解资源协同如何通过增强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与不可模仿性，来帮助企业构建竞争

优势并提升绩效。

 （三）权变理论

 1. 权变理论介绍

权变理论认为，企业绩效是组织结构、人员、技术、战略和文化之间匹配的结果（Cao等，

2011）。匹配（fit）是权变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要素的需求、要求、目标、目的

或结构与另一个要素的需求、要求、目标、目的或结构一致的程度（Nadler和Tushman，1980）。组
织要素间高水平的匹配会带来更好的企业绩效，而低水平的匹配则会导致功能障碍和低企业

绩效（Weill和Olson，1989）。权变理论还强调企业绩效不仅取决于企业内部要素间的契合，还

依赖于企业与所在环境间的契合。这一理论挑战了古典理论对组织和管理的“最佳实践”的追

求，提出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风格的选择应基于外部环境等一系列“权变”因素（Tosi和
Slocum，1984），即不存在一种普适的、可供企业选择的最佳资源、结构或战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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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权变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权变理论用于研究组织实现资源协同的前因条件，揭示了不同组织要素间的复杂关系和

多种可能性。权变理论强调组织要素间的匹配，认为这是形成高组织绩效的基础（Donaldson，
2001）。权变理论中“匹配”这一概念与资源协同研究中“兼容性”概念相似。资源兼容性是对资

源互动能力的评估，是实现资源协同的基础。因此，权变理论被用于解释为什么只有兼容的资

源才能实现协同，揭示影响资源协同的前因条件。

此外，权变理论启示资源协同研究不能只关注组织资源间的匹配，还要关注资源组合与外

部环境的匹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重内外部因素约束，组织设计既要关注企业内部各子

系统之间的协调匹配，也要兼顾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适配（Wiengarten等，2013；Fiedler，
1964）。因此，资源协同的优劣不仅取决于各种资源间的匹配，还取决于整个资源组合是否与

外部环境匹配。权变理论进一步指出，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外部环境的最佳或通用资源组

合（Glazer和Weiss，1993），善于将资源与环境偏好动态结合的企业往往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Fredericks，2005）。
 （四）动态能力理论

 1. 动态能力理论介绍

动态能力是企业更新与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Teece，2007）。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种视角界定动态能力的内涵（焦豪等，2021）。要素论将动态能力视为一个多

维聚合结构，涵盖协调、学习、重构、感知、利用与转型等能力（Teece等，1997；Teece，2007）；流
程论将其理解为嵌入新产品开发、战略决策、技术部署等业务流程中的资源配置演化程序，通

过持续调整流程实现适应性成长（Eisenhardt和Martin，2000；Bingham等，2015）；层次论认为动

态能力是一种可以扩展或修改运营能力以适应动态环境的高阶能力（Winter，2003；单标安等，

2022）。动态能力理论突破了资源基础观的静态局限，为解释企业如何克服核心能力刚性提供

了理论依据，成为解释动态环境下企业竞争优势维持的重要基础（焦豪等，2021）。
 2. 动态能力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动态能力构成了资源协同变革的实现基础，为阐释资源协同的演化与调整提供了理论支

撑。该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价值并非源于静态占有，而是通过持续的能力运作驱动资源系统

的适应性重构（Eisenhardt和Martin，2000）。在资源协同研究中，动态能力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

协同关系从静态匹配向动态耦合的转变逻辑（焦豪等，2021；汪秀婷和程斌武，2014）。具体而

言，感知能力使企业能够识别外部环境中具有互补性或潜在价值的资源（易加斌等，2022）；捕
获能力推动企业调动内外部资源以实现协同配置；转型能力则依据环境反馈持续优化协同结

构，避免协同关系陷入僵化或失效（Teece，2007）。由此，动态能力理论有助于解释资源协同如

何通过持续整合、重构与重新配置资源，增强资源协同的环境适应性和持续性，并使资源协同

在动态环境中持续释放战略价值（Teece等，1997；刘珍园和胡海晨，2026）。综上，动态能力理论

为理解资源协同的动态适应与战略重构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

 （五）理论基础总结

基于上述分析，系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权变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在不同层面共同构成

了资源协同研究的理论支撑。系统理论回答了“资源协同如何发生”的问题，将组织视为由多种

资源要素构成的系统，强调资源间互动能够改变既有属性并生成新兴属性，为理解资源协同的

形成过程提供了基础框架（Ackoff，1971；Someh等，2019）。然而，系统理论主要揭示协同效应

的生成逻辑，并未充分解释这种协同效应为何具有战略价值，也较少关注协同关系在何种条件

下更容易形成（Nevo和Wade，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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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基础理论进一步回答了“资源协同为什么重要”的问题（Barney，1991）。该理论将资源

协同产生的增强属性和新兴属性与资源价值性、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联系起来，解释了资源协

同如何转化为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Nevo和Wade，2010，2011）。由此，资源协同不再只是资源

要素之间的互动现象，而成为企业放大资源价值、构建竞争优势的重要机制。但资源基础理论

通常更强调资源及资源组合的战略价值，对资源协同形成的情境条件和动态演化过程解释相

对不足（Eisenhardt和Martin，2000）。
权变理论则补充回答了“什么条件下资源协同更可能产生效果”的问题（Cao等，2011）。该

理论强调资源之间以及资源组合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匹配，揭示了资源兼容性、组织情境和外部

环境对资源协同形成与价值转化的重要影响（Wiengarten等，2013）。这表明，资源协同并不存

在固定的最优组合，其有效性取决于资源关系与具体情境之间的适配程度。然而，权变理论主

要关注资源协同的结构性匹配，对资源协同如何随着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持续更新

的解释仍然有限（Schweikl和Obermaier，2023）。
动态能力理论进一步将资源协同研究从静态匹配推进到动态演化。该理论强调企业通过

感知、捕获和重构能力持续调整资源组合，为解释资源协同变革提供了重要视角（Teece等，

1997）。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协同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需要在环境变化中不断更新协同基

础、重塑协同机制并再生成协同效应（Eisenhardt和Martin，2000；郭韬和黄建行，2026）。因此，动

态能力理论弥补了既有理论对资源协同持续重构过程解释不足的问题，也为本文将协同变革

纳入资源协同过程框架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体而言，上述四种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资源协同的理论基础：系统理论揭示资源互动与

协同效应的生成过程，资源基础理论解释协同效应的战略价值，权变理论说明资源协同形成与

发挥作用的情境条件，动态能力理论则进一步阐明资源协同在动态环境中的持续重构机制。上

述理论共同构成了资源协同的多层次理论体系，为本文后续分析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

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表1列出了上述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其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表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

理论名称 核心概念 在资源协同研究中的应用 代表性学者

系统理论
系统由两个及以上相互关联
的要素组成，要素间的互动会
改变要素的属性

作为基础框架，揭示资源协同的过程
机制，即资源互动如何改变资源的固
有属性并催生新兴属性

Nevo和Wade，2010，
2011；Someh等，

2019；Weibl和Hess，
2020；Lumor等，2023

资源基础
理论

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
的、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是企
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阐明资源协同的价值，即资源协同能
够放大资源的战略价值，进而赋能企
业构建竞争优势与改善绩效

Nevo和Wade，2010，
2011；Chen，2012；
Peng等，2024

权变理论

强调组织要素间的“匹配”以
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匹配；不
存在普适的最优资源或结构
组合

揭示资源协同的前因条件与边界约
束，强调资源兼容性的重要性，并指出
企业的资源组合需与外部环境匹配

Cao等，2011；
Wiengarten等，2013

动态能力
理论

动态能力是企业更新与重新
配置内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
变化环境的能力

揭示资源协同的动态演化机制，阐明
企业如何推动资源协同从静态配置转
向动态适应，以应对环境变化

Teece等，1997；
Teece，2007

 

 四、  组织资源协同的整合性研究框架

基于对现有资源协同文献的系统梳理，本部分围绕资源协同的形成、价值转化、作用情境

与动态变革展开分析。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从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和协同效应三个方面揭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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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协同的形成过程；其次，从企业能力与企业行为两个方面归纳资源协同转化为企业价值与绩

效的机制；再次，总结资源协同对企业价值、企业绩效及其他组织结果的影响；最后，结合宏观

地区环境、中观行业环境和微观企业情境，探讨资源协同在动态环境中的反馈、重构与适应

过程。

 （一）资源协同的形成过程：协同基础、协同机制与协同效应

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和协同效应构成资源协同形成的核心环节。其中，协同基础是资源协

同发生的前因条件，协同机制体现了资源要素的互动方式，协同效应则反映资源互动后的直接

结果。三者形成“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协同效应”的递进逻辑，解释了多种资源要素如何由分

散走向协同，并形成整体性资源优势。

 1. 协同基础

协同基础是实现资源协同的前提条件。一般而言，资源兼容性和管理层整合工作构成资源

协同的基础条件。资源兼容性是对系统中要素的交互能力（即形成关系的能力）的评估。IT资产

与组织资源的兼容性是指组织资源在其常规活动和例程中应用IT资产的能力（Nevo和Wade，
2010）。在业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兼容性是指两个系统相互契合并能够无缝配

合的程度（Someh等，2019）。兼容的系统具有兼容的人员、流程和技术，并且能够在任务中使用

彼此的功能。数据资源间的兼容性则是指异构数据集的属性，如数据格式、共同键等的条件匹

配和对齐（Weibl和Hess，2020）。
整合工作是管理层为支持资源协同而采取的行动（魏江等，2020）。管理者需要先确定目标

系统状态，然后将系统的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进行比较，最后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使系统更新到

新状态。IT资产与组织资源的整合工作是指企业管理层为支持、指导和协助在组织资源内利用

IT资产而采取的活动（Nevo和Wade，2010）。在业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整合工作

是指管理层为支持和维护协同所做的工作，例如分配决策权，提供培训和改变组织结构，以确

保不同系统间的合作（Someh等，2019）。数据资源间的整合工作则是指管理层试图集中和整合

各种来源的数据，包括数据整合的战略规划、授予某些数据集的访问权等（Weibl和Hess，
2020）。

在数字资源协同情境下，数据质量、数据存储设施和情境相关性进一步成为影响资源协同

的重要条件（Weibl和Hess，2020）。数据质量主要体现为数据集的完整性和有意义性，高质量的

数据集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协同的基础。数据存储设施是指企业用于存储业务交易数据和新生

成数据的基础设施，其充分性与灵活性会影响数据资源协同的实现。情境相关性是指不同来源

的数据在具体情境中具有可关联的信息基础，从而使数据集之间的结合能够产生附加价值。

总体而言，协同基础为资源协同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资源兼容性、管理层整合工作、数据

质量、数据存储设施和情境相关性等因素，共同影响资源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连接和稳定互动

（Nevo和Wade，2010；Someh等，2019；Weibl和Hess，2020）。协同基础越充分，分散的资源越容

易形成协同机制和协同效应。

 2. 协同机制

协同机制是指要素间或子系统间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过程和事件，揭示新系统的产生过程。

Venkatesh和Bala（2012）在研究组织间协同关系时提出了三种协同机制，分别为学习机制、嵌

入机制和影响机制。基于上述机制，他们进一步探究了组织间协同如何影响组织业务流程标准

的采用。在此基础上，Someh等（2019）将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和影响机制从组织间协同研究扩

展到组织内资源系统的协同研究，并补充了强化机制。他们认为业务分析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

系统间存在强化机制、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和影响机制。强化机制揭示了协同关系中互补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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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学习、嵌入和影响机制则揭示了实现协同关系所需的要素的边界跨越过程。

强化机制是一种互补机制，表现为各子系统协调运作，并相互增强彼此的功能或能力

（Ferratt等，2012；Horgan和Mühlau，2006）。资源协同的强化机制反映了不同资源系统的合作对

单一资源系统的功能产生促进作用。例如，业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的强化机制是

指业务分析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对彼此功能的促进作用（Someh等，2019）。它确保客户关

系管理系统生成相关数据并为业务分析系统定义明确的业务方向，业务分析系统的开发能够

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提供决策所需的数据。

学习机制是以组织学习理论为基础提出的（Daft和Weick，1984），认为企业会学习其他企

业的文化、价值观和目标。组织内部也是如此，资源子系统间存在学习机制。资源协同的学习机

制反映出资源子系统能够感知和处理其他资源子系统的信息，帮助整个系统感知环境和利用

机会。例如，业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的学习机制是指业务分析系统感知和处理客

户关系管理系统的信息，向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流程、人员和业务环境学习，以探索发展业务

举措的新机会（Someh等，2019）。
嵌入机制是以组织间网络理论为基础提出的，该理论提出了关系嵌入的概念，即有嵌入关

系的企业会在熟悉、信任和承诺的基础上形成密切联系（Hagedoorn，2006）。组织内部资源子系

统间也存在嵌入机制。资源协同的嵌入机制是指一个资源系统的社会网络成员与另一个资源

系统的成员联系在一起，以协作、分享知识和发展社会资本。当一个资源系统中的人力资源基

于熟悉、信任和承诺与其他系统中的个体建立社会联系时就会发生嵌入，这种连通性有助于协

作和共享知识。例如，在业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业务分析系统的人员嵌入客户

关系管理系统人员的社交网络，业务分析工具嵌入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流程，通过嵌入实现连

通性以促进资源系统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Someh等，2019）。
影响机制是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强制性压力、模仿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

是制度同构的三个来源（DiMaggio和Powell，1983）。这些压力要求企业在制度环境中遵守规范

和社会期望，有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和市场地位，并加快组织间的同质化进程（Oliver，1997）。
组织内部也是如此，资源子系统间也存在影响机制。资源协同的影响机制反映出来自一个资源

子系统的个体、过程或技术等鼓励或迫使其他资源子系统遵守其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例如，业

务分析赋能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中的影响机制是指业务分析系统使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利用数

据分析的思维模式、态度和习惯发生改变，以便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中利用业务分

析（Someh等，2019）。
总体而言，强化机制、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和影响机制从功能互补、知识吸收、关系嵌入和

规范塑造等不同维度揭示了资源协同的内在运行过程（Venkatesh和Bala，2012；Someh等，

2019）。协同机制研究揭示了资源要素如何发生互动并形成协同，为后续协同效应的生成奠定

基础。

 3. 协同效应

资源协同源于多种资源要素之间的互动。资源互动不仅可能强化资源的原有属性，也可

能生成单一资源无法具备的新兴属性，从而形成超越各组成部分简单相加的整体性效果

（Corning，1995；Someh等，2019）。因此，资源协同效应可以理解为资源互动后形成的资源属性

的量变或质变。作为资源协同形成过程的直接结果，协同效应为资源协同进一步转化为企业价

值与绩效奠定基础。

资源协同效应主要包括增强属性、新兴属性和战略属性三个方面。第一，增强属性是指资

源互动使原有资源属性得到放大或强化（Ackoff，1971；Nevo和Wade，2010）。例如，数据资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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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或人力资源协同后，能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第二，新兴属性是指资源组合在

系统层面生成单一资源不具备的新功能或新能力（Kast和Rosenzweig，1972；Nevo和Wade，
2010）。例如，业务分析系统与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协同后，能够形成实时客户洞察、精准营销决

策和跨部门协同响应等新兴系统能力（Someh等，2019）。第三，战略属性是指资源协同通过复

杂互动、路径依赖和因果模糊性，使资源组合呈现更高的价值性、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等战略

潜力（Nevo和Wade，2010，2011）。其中，价值性体现为资源协同组合有助于企业把握机会、抵御

威胁并提升战略执行效能（Someh等，2019）；稀缺性体现为资源互动所生成的新兴能力具有独

特性；不可模仿性则源于资源协同组合的复杂性和因果模糊性，能够抑制竞争对手复制

（Schweikl和Obermaier，2023；Piccoli和Ives，2005）。但不可替代性并不必然由资源协同产生，因

为不同资源组合也可能实现等效战略结果（Barney，1991；Nevo和Wade，2010，2011）。综上所

述，资源协同不仅改变资源的功能属性，还可能提升资源组合的战略属性，使其成为企业竞争

优势的重要来源。

资源协同效应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情境性等特征。首先，协同效应具有系统性，它不是单

一资源属性的简单相加，而是资源之间互动后在整体层面呈现的结果（Corning，1998）。其次，

协同效应具有层次性，较低层次的资源组合可以作为新的构成要素，进一步参与更高层次资源

组合的形成（Corning，1995）。最后，协同效应具有情境性，同一资源组合在不同制度环境、行业

环境和企业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效果（Nevo和Wade，2011；Song等，2005）。此外，既有资源协

同组合在特定时期可能带来积极效果，但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战略目标的变化，也可能出现协

同弱化、协同失配甚至产生组织惯性（Lumor等，2023）。因此，协同效应并非一经形成便持续稳

定地发挥作用，而是会受到情境变化的影响并呈现动态调整特征，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资源协同

变革的重要性。

 （二）资源协同的价值转化机制：企业能力与企业行为

资源协同效应通过提升企业能力和优化企业行为进一步转化为企业价值与绩效，二者共

同揭示了资源协同的价值转化机制。一方面，企业能力是资源协同效应向组织功能优势沉淀的

重要载体。资源协同能够提升企业满足客户需求、优化运营流程、开展研发创新、拓展市场关系

和组织学习的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客户知识、行业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协同能够增强企业满足

客户需求的能力（Melancon等，2010）；技术IT资源、人力IT资源与互补性组织资源之间的协同

能够提升企业运营能力、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Chen，2012）；组织间人力资源协作则能够通过

相互学习增强组织学习能力（Koster，2024）。这些能力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推动产品

与服务创新、深化客户关系并增强环境适应性，从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与绩效提升。由此可见，

企业能力将资源协同形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较为稳定的组织功能，是资源协同实现价值创造

的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企业行为是资源协同影响企业价值与绩效的重要实践路径。资源协同不仅改变

企业的能力基础，也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创业、创新和转型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大数据赋能与

赋权型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协同能够促进员工内部创业（Wan和Liu，2021）；数字技术与社会

网络资源协同能够推动战略创业（Pu等，2025）；“传统资源—数据资源”匹配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并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汤桐和马春爱，2024）；网络能力、客户洞察能力、跨部门合作能力、吸收

能力、组织敏捷性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同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Weritz等，2025）。这些创业、创

新和转型行为能够将资源协同形成的潜在优势转化为新的业务机会、技术成果和组织变革实

践，从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与绩效提升。这表明，企业行为将资源协同形成的资源优势转化为

具体的组织行动，是资源协同实现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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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源协同对企业价值、绩效与其他结果的影响

资源协同效应经由企业能力提升和企业行为优化，最终转化为企业价值创造、绩效提升以

及其他组织结果改善。首先，从企业价值角度分析，资源协同能够放大企业的多重价值，包括信

息价值、交易价值和战略价值（Someh等，2019），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Peng等，2024），超级附

加信息价值和超级增值交易价值等（Weibl和Hess，2020）。具体而言，业务分析系统和客户关系

管理系统协同会产生信息价值、交易价值和战略价值（Someh等，2019）。其中，信息价值是从以

事实为基础的实时决策中获取的价值；交易价值包括提升营销、销售和服务单位的效率和有效

性；战略价值包括增加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新产品收入和提高客户留存率。Peng等（2024）针对

淘宝村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研究发现，资源协同亦有助于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此外，

Weibl和Hess（2020）提出，数据资源协同会产生超级附加信息价值和超级增值交易价值。前者

是指企业通过对增强后的整体信息进行分析，形成新颖的见解，并从多个维度发现新模式；后

者是指从定制化市场报价和自动化业务流程中产生的价值。

其次，从企业绩效角度分析，资源协同对运营绩效、财务绩效、创新绩效和战略绩效等绩效

指标均具有积极影响。具体而言，IT资源与战略、结构、文化、流程等组织因素构成了一个相互

关联的资源系统。资源间配合程度越高，所形成的资源组合越有可能满足价值性、稀缺性与不

可模仿性等条件，从而有助于企业构建竞争优势并改善运营与战略绩效（Cao等，2011；Nevo和
Wade，2011）。此外，技术IT资源、人力IT资源与其他互补性组织资源的协同，能够积极影响企

业的战略目标与财务绩效（Teo和Ranganathan，2003；Chen，2012）。Luo等（2004）关注企业关系

资源间的协同。研究发现，商业伙伴关系和治理机构社会资本的协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战略绩

效和财务绩效。内部资源和关系资源间也存在协同关系：一方面，潜在的合作伙伴更愿意与拥

有更强大内部资源的企业合作；另一方面，借助关系资源，企业能够获取外部信息、技术和其他

资产，从而充实内部技术资源。这两种资源间的协同对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Hervas-
Oliver和Albors-Garrigos，2009）。

最后，资源协同还会积极影响企业的生存机会、创新投资、用户体验、消费者购买意愿、企

业转型升级等。Yang等（2017）重点关注企业内部资源组合对技术型初创企业生存机会的影

响，发现研发资源和科研人才的协同作用以及科研人才和内部资金的协同作用增加了企业的

生存机会。Xiao和Wang（2025）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探讨创始人内部资源（知识资

源、管理权资源、控制权资源）和外部关系资源（政治关系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对企业创新投资

的协同影响，并提出了五条赋能企业创新投资的路径。Tang等（2025）深入研究了智能家居产

品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协同现象，系统总结了互补者与平台间的协同特征（包括系统间互操作

性、协调互连集成、用户交互协调以及远程协调灵活性）和互补者间的协同特征（包括交互协

调、多场景协调、空间可控性以及个性化设置协调），并分析了这些协同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和用户体验的影响。还有学者探究资源协同如何影响企业转型。汤桐和马春爱（2024）以中国制

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传统资源—数据资源”匹配一致性越高，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越好。

 （四）资源协同的情境条件：宏观地区环境、中观行业环境与微观企业情境

资源协同的形成过程、价值转化效果以及后续变革方向会受到宏观地区环境、中观行业环

境和微观企业情境的影响。首先，宏观地区环境影响资源协同的形成，主要体现为政府支持力

度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数字情境下的资源协同往往依赖跨主体、跨系统和跨边界的资源流

动与要素配置（Someh等，2023）。企业所处地区的宏观环境可能影响企业获取、整合和利用资

源。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支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支持促进企业资源协同：政策引导有助

于明确合作方向、降低合作风险和资源搜寻成本，并引导企业与外部创新主体共同构建协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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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周全等，2024）；资源支持则能够缓解企业在资金、基础设施、工具和知识获取方面的约束，

促进互补资源的吸收、整合与共享（刘和东和陈文潇，2020）。此外，较高的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

能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和数字服务供给，降低跨主体连接与协同创新的技术门槛，

为资源协同提供数字化支撑（Yoo等，2010；Nambisan等，2017；Autio等，2018）。因此，宏观地区

环境主要通过政府支持以及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影响资源协同的形成。

其次，中观行业环境影响资源协同的需求强度和价值空间，主要体现为环境动态性和技术

动态性。一方面，环境动态性越高，企业面临的市场变化、竞争压力和外部风险越大，既有资源

组合越容易与外部环境出现不匹配。此时，企业需要通过资源整合、资源重构和跨边界协同持

续调整资源协同组合，以提升市场感知、快速响应和不确定性应对能力（刘和东和陈文潇，

2020；Nevo和Wade，2011）。Wang等（2015）进一步发现，环境动态性越高，IT资产—IT管理协同

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由此可见，环境动态性不仅增强了资源协同的形成与变革需求，

也放大了资源协同的价值。另一方面，技术动态性越高，企业越需要通过资源协同与资源重构

来实现技术与需求的适配（苏敬勤和国玉琳，2026）。Song等（2005）进一步发现，技术动态性正

向调节技术能力—营销能力协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说明技术动态性会放大企业资源协

同的价值。综上所述，环境动态性和技术动态性越强，企业开展资源协同的需求越高，资源协同

对绩效提升与价值创造的作用空间也越大。

最后，微观企业情境影响资源协同的组织适配性和实施效果，主要体现在企业发展瓶颈、

企业规模和组织模块化程度等方面。第一，企业发展瓶颈会激发企业资源协同的内在需求。企

业在面临技术创新瓶颈、商业模式瓶颈和场景扩散约束时，往往需要通过资源重构、动态资源

调配和跨场景资源协同突破内部限制并实现价值创造（苏敬勤和国玉琳，2026）。第二，企业规

模会影响资源协同的作用效果。Dong和Yang（2020）发现，社交媒体多样性与大数据分析之间

的协同效应对中小企业市场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大型企业，原因在于中小企业通常具有更高

的组织灵活性，能够更快应用关键技术并及时调整决策与营销策略。第三，组织模块化程度会

影响资源协同过程中的适应能力。Bai等（2026）指出，数字平台协同可能通过增强组织惯性来

抑制组织敏捷性，而较高的组织模块化水平能够缓冲这一影响，使企业在平台依赖情境下保持

较高的战略自主性和市场适应能力。因此，微观企业情境会通过企业发展瓶颈、企业规模和组

织模块化程度等因素，影响资源协同的形成与转化。

 （五）资源协同的变革：反馈、重构与动态适应

资源协同具有情境依赖性和动态演化特征。随着外部环境、企业战略目标和绩效结果的变

化，既有资源组合可能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甚至阻碍企业新目标的实现（Saraf等，2013）。
因此，资源协同变革是企业适应动态环境、维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选择（Eisenhardt和Martin，
2000）。本文将资源协同变革界定为企业根据环境变化、战略目标调整和绩效反馈，对既有资源

组合及其互动关系进行重新配置，以持续生成新的协同效应和价值的过程（Lumor等，2023）。
资源协同变革的核心是资源组合重构，即企业借助动态能力识别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资

源配置失衡，捕获新的资源配置机会，并通过调整资源组件实现资源组合更新（Teece，2007）。
在这一过程中，资源组件的灵活性、耦合性和中心性会影响资源协同变革的实现效果（Lumor
等，2023）。其中，组件灵活性是指资源组件为实现既有目标或新目标所能发生变化的程度。高

灵活性的组件更容易被调整、替换或重新配置，因而有助于企业在环境变化中更新资源协同关

系（Mikalef等，2021）。组件耦合性是指资源组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或连接关系的数量与强度。

相较于高度刚性耦合，适度松散耦合的资源组件既能保持各自特征，又能与其他组件协同运

作，从而增强企业对外部变化的响应能力（Orton和Weick，1990）。组件中心性则反映某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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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在整体资源组合中的连接位置和影响范围。中心性较高的组件通常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

资源利用和组织协调作用，但其调整也可能带来更高的重构成本和风险（Dong等，2017）。因
此，组件灵活性、组件耦合性和组件中心性共同影响资源协同变革的方向、难度和效果。

从变革结果看，资源协同变革主要表现为协同基础更新、协同机制重塑和协同效应再生

成。首先，协同基础更新意味着企业根据新的环境要求和战略目标，重新调整资源组合条件，使

不同资源能够继续形成有效关联（Nevo和Wade，2010；Lumor等，2023）。其次，协同机制重塑意

味着企业重新设计资源之间的互动方式，选择不同的协同机制或使用不同协同机制的组合，使

企业能够适应新的任务要求和环境压力（Someh等，2019；Lumor等，2023）。最后，协同效应再生

成意味着企业通过资源重构形成新的增强属性、新兴属性和战略属性，从而进入新一轮资源协

同过程（Eisenhardt和Martin，2000；Lumor等，2023）。资源协同变革将外部环境变化和企业绩效

反馈重新连接到资源协同形成过程之中，使资源协同呈现“形成—转化—结果—反馈—再协

同”的动态循环特征。

综上所述，协同基础、协同机制与协同效应研究为理解多元化的资源如何通过交互实现整

体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资源协同对企业的影响研究揭示了资源层面的协同效应向企业层面

价值结果转化的作用路径；资源协同情境条件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资源协同形成、转化和变革的

边界条件；资源协同变革研究则回应了动态环境下企业战略适应的理论需求。在技术迭代加速

和市场波动加剧的复杂情境下，企业需要在巩固既有资源协同优势与突破路径依赖之间寻

求动态平衡，不断通过资源重组与能力迭代构建更具适应性的资源协同体系（Eisenhardt和
Martin，2000；Nevo和Wade，2011；Lumor等，2023）。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构建了组织资源协同

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框架，如图2所示。
  

资源层面：资源协同形成与变革 企业层面：价值转化与结果实现

企业结果

企业价值
*信息价值
*交易价值
*战略价值
*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超级附加信息价值
*超级增值交易价值

其他结果
*生存机会
*创新投资
*用户体验

*消费者购买意愿
*企业转型升级

协同基础
*资源兼容性

*整合工作
*数据质量

*数据存储设施
*情境相关性

转化机制协同机制
*强化机制
*学习机制
*嵌入机制
*影响机制

协同效应
*新兴属性
*增强属性
*战略属性

企业能力改善
*满足客户需求
的能力

*运营能力
*研发能力
*营销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

企业行为优化
*内部创业
*战略创业
*技术创新

*数字化转型

企业绩效
*运营绩效  *财务绩效
*创新绩效  *战略绩效

资源协同变革
*协同基础更新
*协同机制重塑

*协同效应再生成

情境因素

微观企业情境
*企业发展瓶颈

*企业规模
*组织模块化程度

宏观地区环境
*政府支持力度

*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

中观行业环境
*环境动态性
*技术动态性

 
图 2    组织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

 

 五、  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化逻辑

数字情境下，数据、算法和数字平台等数字资源逐渐嵌入企业资源系统，使资源协同对象

从传统资源之间的匹配，扩展至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之间的互动（Nambisan等，2017；Schweikl
和Obermaier，2023）。与此同时，数字资源的独特属性与数字情境下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共同

形成连接压力、反馈压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推动资源协同的基础条件、运行机制、效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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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变革方式发生系统性演化（Yoo等，2010；Nambisan等，2017；Weibl和Hess，2020）。基于此，

本文从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协同效应和协同变革四个维度，对数字情境下企业资源协同的演

化逻辑进行阐释。

 （一）协同基础的演化：从资源匹配到数据连接

在协同基础层面，传统资源协同主要依赖人员、流程、技术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匹配，核心在

于不同资源能否在既有任务分工、业务流程和组织安排中相互配合（Gruca等，1997）。例如，员

工技能与岗位职责、业务流程与信息系统、技术设备与接口标准之间的匹配，以及部门之间的

管理层整合工作，都会影响资源协同的形成（Ackoff，1971；Nevo和Wade，2010；Someh等，

2019）。因此，传统资源协同的基础主要体现为资源兼容性和管理层整合工作。

然而，在数字情境下，企业资源互动不再局限于组织内部人员、流程和技术之间的配合，而

是进一步延伸到跨系统、跨部门和跨组织的数据流动（Yoo等，2010；Nambisan等，2017；
Someh等，2023）。此时，资源协同不仅取决于传统资源之间的匹配，还取决于数据能否在不同

系统和业务场景之间被识别、接入、理解和调用（Weibl和Hess，2020；Someh等，2023；蔡跃洲

等，2025）。由于不同来源的数据往往存在格式不统一、口径不一致、接口不兼容和语义不清晰

等问题，数字资源难以直接进入业务流程并与传统资源形成有效互动。由此产生的资源连接压

力，进一步对数字资源协同基础提出更高要求。

在连接压力下，数字资源协同基础更侧重于数据连接。数字资源虽然具有可复制、可重组

和可跨边界流动等特征，但其协同价值并不会自动生成，而需要以数据质量、接口标准、数据存

储设施和情境相关性为基础（Weibl和Hess，2020；Nambisan等，2017；Peng等，2024）。只有当数

据具有较高质量、能够通过标准接口进入业务系统，并与具体业务场景形成语义关联时，数字

资源才能被有效调用，并进一步支撑人员决策、流程优化和技术应用。这表明，协同基础从传统

资源之间的匹配与整合，拓展为由数据质量、接口标准和情境相关性等共同支撑的数据连接。

 （二）协同机制的演化：从人工协调到数据—算法驱动

在数字情境下，大量实时数据的持续生成强化了企业对快速反馈、持续学习和智能决策的

需求，形成了反馈压力，推动协同机制由人工协调主导的阶段性互动演化为数据—算法驱动的

实时反馈。具体而言，传统资源协同机制主要表现为单向强化、经验学习、社会嵌入和制度压力

驱动，而数字资源协同机制则进一步表现为双向赋能、算法学习、技术—社会双重嵌入和数据

事实压力驱动（Venkatesh和Bala，2012；Someh等，2019）。
首先，强化机制由单向强化转为双向赋能。传统资源协同中的强化机制通常表现为单向强

化，例如资金投入增强设备能力，设备能力进一步提升人员效率，但这一过程缺乏实时反馈环

节，难以根据实际运行效果进行动态优化（Yang等，2017）。相比之下，数字资源的强化机制更

强调实时双向互动。一方面，传统资源在持续运行过程中不断生成设备状态数据、工艺流程数

据和人员操作数据等数字资源；另一方面，数字资源又能够通过实时分析传统资源运行状态，

识别异常模式并反馈优化方案，从而反向调节传统资源的使用方式（Someh等，2019；苏敬勤和

国玉琳，2026；孙永磊等，2026）。因此，数字资源协同不再只是资源之间的功能互补，而是逐渐

形成数据驱动的动态调节闭环。

其次，学习机制由经验学习转向算法学习。传统资源协同中的学习过程主要依赖人的经验

积累、知识传递和组织学习，容易受到信息传递速度、个体认知能力和组织边界的限制，因而学

习过程相对缓慢且难以规模化（Venkatesh和Bala，2012）。数字资源协同则将学习机制进一步

扩展为人与人、系统与系统以及算法与业务过程之间的多层次学习。数字资源能够基于历史数

据和实时数据识别资源运行规律，并借助机器学习和算法迭代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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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bl和Hess，2020；Someh等，2019；孙永磊等，2026）。这种算法驱动的学习方式具有可扩展、

可复制和实时更新等特征，有助于提高资源协同的效率。

再次，嵌入机制由社会嵌入扩展为技术—社会双重嵌入。传统资源协同中的嵌入机制主要

依赖人际信任、组织文化和长期合作关系，强调成员之间基于熟悉、信任和承诺形成社会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促进知识共享和协作（Venkatesh和Bala，2012）。数字资源协同则进一步强调

技术—社会双重嵌入。具体而言，数据工具、算法模型和数字平台被嵌入传统资源的业务流程、

运营场景和决策环节，使资源互动不再仅依赖人际关系，也依赖技术接口、数据标准和流程整

合（Someh等，2019）。这种技术—社会双重嵌入提升了资源系统之间的连通性，推动跨部门、跨

系统和跨组织的资源协同。

最后，影响机制由制度压力驱动转向数据事实压力驱动。传统资源协同中的影响机制主要

源于组织制度、管理层指令和行业惯例，资源使用者往往在规范要求、绩效考核或管理指令的

约束下调整行为，因此行为改变具有一定被动性和滞后性（Venkatesh和Bala，2012）。数字资源

协同中的影响机制则不仅包含制度压力，还体现为数据事实和算法建议对组织成员认知与行

为的塑造。例如，业务分析系统能够通过数据分析结果揭示客户需求、运营问题和市场机会，引

导业务人员逐渐形成数据驱动的思维模式，并改变其决策习惯和行动方式（Someh等，2019）。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成员的行为改变不再完全依赖外部制度压力，而是受到数据分析结果的持

续影响。

 （三）协同效应的演化：从线性价值增长与时空依赖到非线性价值跃升与跨场景扩展

在协同效应层面，传统资源协同效应主要表现为线性价值增长和时空依赖。首先，由于传

统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和设备资源受到消耗性、独占性和物理约束的影响，其协同效应容易受

资源数量、投入规模和使用场景限制，呈现线性价值增长特征（Gruca等，1997）。其次，传统资源

协同效应具有较强的时空依赖性。例如，人力资源、设备资源和流程资源之间的协同可以提升

生产效率，但其价值释放通常依赖特定组织场景和既定流程安排，并要求资源主体在相同时间

与空间范围内实现直接交互（Gruca等，1997；Schweikl和Obermaier，2023）。一旦出现时空错位，

资源之间的配合效率便可能下降，协同效应也会随之减弱甚至失效。

然而，在数字情境下，企业价值创造逐渐从单一组织内部的效率提升，转向跨主体、跨场景

和跨边界的价值扩散（蔡跃洲等，2025；孙新波等，2021）。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和数字生态的广

泛连接，使企业需要将协同价值快速复制到更多业务场景和组织关系中（Mula等，2024）。由此

形成的扩展压力，要求企业突破时空边界、应用边界和组织边界，实现协同价值的跨场景释放

与规模化。

数字资源协同在一定条件下更容易表现出非线性价值跃升和跨场景扩展特征（朱秀梅等，

2023）。数字资源具有非竞争性、非消耗性和可复制性，同一数据、算法或数字平台可以被多个

主体和多个场景同时使用，而不会因重复使用而减少其价值（Weibl和Hess，2020；蔡跃洲等，

2025）。随着参与主体、交互节点和应用场景的增加，数字资源协同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价值扩

散和网络效应，推动协同价值实现非线性跃升（Mula等，2024；汤桐和马春爱，2024）。同时，数

字资源的可复制性与非竞争性也使其更容易跨越组织边界和行业壁垒实现复用与扩散

（Tanriverdi，2006；Nambisan，2017；孙永磊等，2026；Pei和Dong，2025）。此外，数字资源具有较

强的时空解耦能力，能够依托预设程序、实时数据和数字平台，在异地、异时条件下维持资源连

接与协同运行，从而突破传统资源协同对同步互动和地理邻近的依赖（Tanriverdi，2006；
Nambisan，2017）。因此，数字资源协同突破了传统资源协同的线性价值增长和时空依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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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协同效应向非线性价值跃升与跨场景扩展演化。

 （四）协同变革的演化：从阶段性调整到持续动态重构

在协同变革层面，传统资源协同主要依赖管理层规划和阶段性资源调整。由于传统资源往

往嵌入既有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岗位分工之中，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快速调整。例如，设备资

源的更新可能涉及生产线改造和资本投入，流程资源的调整可能需要重新设计业务规则和部

门协作方式，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往往伴随培训和岗位调整。因此，传统资源协同的变革通

常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阶段性，调整成本较高、周期较长，并且容易受到既有资源结构、组织惯

性和路径依赖的约束（Gruca等，1997；Saraf等，2013）。
在数字情境下，外部环境变化更加频繁，企业绩效反馈更加即时，战略目标也需要根据市

场和技术变化持续调整。环境动态变化、即时绩效反馈和战略目标调整共同形成适应压力，使

传统阶段性调整难以满足资源协同持续更新的要求（Lumor等，2023；Nguyen等，2023）。数字资

源协同增强了资源组合的动态重构能力。就组件灵活性而言，数据、算法和数字平台具有较强

的可重组性，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和业务需求进行快速调整（Nguyen等，2023）。就组件耦合性而

言，数字资源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数据接口和标准化协议实现相对松散的连

接，使不同资源组件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实现协同（Lumor等，2023）。就组件中心性而言，数字

平台和算法模型逐渐成为资源系统中的关键节点，能够连接、调度和优化多类传统资源

（Lumor等，2023；杨贵彬等，2026）。因此，资源协同变革从管理层主导的阶段性调整，演化为数

据平台和算法模型支持下的持续动态重构。数字资源不仅提高了资源重构速度，也降低了资源

重构成本，使企业能够更快响应战略目标变化、绩效反馈与外部环境变化。

综上所述，数字资源的介入以及由此形成的连接压力、反馈压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推

动资源协同在基础、机制、效应和变革四个层面发生系统性演化：协同基础由资源匹配拓展为

数据连接，协同机制由人工协调主导的阶段性互动演化为数据—算法驱动的实时反馈，协同效

应由线性价值增长和时空依赖升级为非线性价值跃升和跨场景扩展，协同变革由管理层主导

的阶段性调整演化为持续动态重构。基于此，本文构建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化框架，如

图3所示。
  

维度 传统资源协同 数字情境下的演化压力 数字资源协同

协同基础 资源匹配
资源兼容性/管理层整合工作

连接压力

数据连接
数据质量/接口标准/

情境相关性/数据存储设施

协同机制
人工协调

单向强化/经验学习/
社会嵌入/制度压力

反馈压力

数据�算法驱动
双向赋能/算法学习/技术�
社会双重嵌入/数据事实压力

协同效应 线性价值增长与时空依赖
投入规模约束/特定场景依赖

扩展压力
非线性价值跃升与跨场景扩展

网络效应/时空解耦/
跨边界复用

协同变革
阶段性调整

管理层规划/高成本/长周期
适应压力

持续动态重构
高灵活性/松散耦合/
数字资源中心化

 
图 3    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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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论

组织资源协同有助于企业放大资源价值和构建竞争优势。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资源协同相

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已形成以系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权变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的

多元解释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组织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框架。该框

架指出资源协同经历“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协同效应”的形成过程，并通过企业能力提升和

企业行为优化转化为企业价值、企业绩效及其他组织结果，同时受到宏观地区环境、中观行业

环境和微观企业情境的共同影响。企业资源协同需要根据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持续

变革，以维持资源组合与外部情境的动态适配，并推动协同基础更新、协同机制重塑和协同效

应再生成。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传统资源协同与数字资源协同的差异，认为数字情境中的连接压

力、反馈压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推动资源协同逻辑发生系统性演化，具体表现为协同基础

由资源匹配拓展为数据连接，协同机制由人工协调发展为数据—算法驱动，协同效应由线性价

值增长与时空依赖升级为非线性价值跃升与跨场景扩展，协同变革由阶段性调整转向持续动

态重构。由此，本研究构建了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的演化框架，揭示了数字资源协同如何回应

数字情境压力并推动资源协同从静态匹配走向动态演化，为理解数字化组织实践中的资源协

同与价值创造提供了解释。

 （二）理论贡献

本研究有三点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构建了组织资源协同的形成、变革与价值实现机制

框架，推进了资源协同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建构。本文在系统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权变理论等

基础上，将资源协同的形成过程、动态变革、价值转化和情境条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形成了资

源协同的整体性解释逻辑。具体而言，本文以协同基础、协同机制和协同效应揭示多元化资源

由分散状态走向协同并生成整体性资源优势的过程（Nevo和Wade，2010；Someh等，2019；
Weibl和Hess，2020）；以企业能力和企业行为阐明协同效应向企业价值与绩效转化的作用路径

（Chen，2012；Wan和Liu，2021；Nevo和Wade，2011；Peng等，2024）；以宏观地区环境、中观行业

环境和微观企业情境刻画资源协同形成与价值转化的边界条件（Wiengarten等，2013；Bai等，

2026）。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兼具过程性、价值性和情境性的资源协同分析框架，系统回答了

组织资源协同“如何形成、如何转化、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在何种情境下发挥作用”等核心问题，

为推进资源协同研究的理论积累与后续拓展提供了分析基础。

第二，本研究将协同变革纳入资源协同过程框架，深化了动态能力理论在资源协同研究中

的应用。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资源协同的形成基础、协同机制和价值效应，而较少揭示资源协同

组合如何在环境变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作用下持续更新，因而对资源协同的动态演化过程

解释不足（Weibl和Hess，2020；Someh等，2019；Lumor等，2023）。动态能力理论强调企业通过感

知、捕获和重构能力应对环境变化（Teece等，1997；Teece，2007；Eisenhardt和Martin，2000），为
解释资源协同变革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视角，本文将资源协同视为一个持续调整和

循环演化的过程，强调企业需要通过协同变革推动协同基础更新、协同机制重塑和协同效应再

生成，以维持资源协同的环境适应性和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由此，本文回应了既有研究侧重静

态资源匹配的局限（Schweikl和Obermaier，2023），强化了资源协同在动态环境中的解释力。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逻辑的演化机制，深化了对数字资源协同独特性

的认识。本文基于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的属性差异，进一步将数字情境中的连接压力、反馈压

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纳入分析，阐明数字资源何以推动资源协同逻辑发生系统性演化（Yo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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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Nambisan等，2017；Weibl和Hess，2020）。具体而言，数字情境下的连接压力推动协同基础

由资源匹配拓展为数据连接；反馈压力推动协同机制由人工协调发展为数据—算法驱动的实

时互动；扩展压力推动协同效应由线性价值增长与时空依赖升级为非线性价值跃升与跨场景

扩展；适应压力推动协同变革由阶段性调整转向持续动态重构。由此，本文揭示了数字资源协

同区别于传统资源协同的关键特征，阐明了数字情境压力驱动资源协同动态演化的内在逻辑，

从而增强了资源协同对数字化组织实践的解释力。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为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以下实践启示：第一，企业管理者应注重资源协

同的全流程治理。资源协同是一个涵盖协同基础建设、协同机制运行、协同效应生成、价值转化

和动态调整的系统过程。因此，企业在推进资源协同时，首先应识别不同资源之间的兼容性、数

据质量和情境相关性等条件，避免资源之间存在形式连接而缺乏实质互动；其次，应根据具体

业务场景构建强化机制、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和影响机制，推动资源从互动进一步走向功能互

补、知识共享、流程嵌入和行为改变；最后，应将资源协同嵌入企业能力提升和企业行为优化过

程，推动协同效应转化为业务价值和绩效表现。

第二，企业管理者应围绕数字情境下的连接压力、反馈压力、扩展压力和适应压力，提升数

字资源协同能力。在数字情境下，资源协同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只是企业是否拥有数字资源，更

是数字资源能否有效回应跨系统连接、实时反馈、跨场景扩展和持续适应等管理要求。面对连

接压力，企业要推进数据标准统一和系统接口开放，使数据能够被业务部门识别、理解、调用并

嵌入具体决策场景；面对反馈压力，企业应建立实时数据采集、算法分析和业务响应机制，使资

源协同由人工经验主导的阶段性协调转向数据—算法驱动的持续反馈；面对扩展压力，企业应

将特定业务场景中形成的协同经验沉淀为可迁移的数字模块、平台能力和组织惯例，推动协同

效应跨场景复用；面对适应压力，企业应提升资源组合的灵活性和可重构性，防止既有平台、算

法模型和业务流程形成新的路径依赖。

第三，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应共同完善面向资源协同变革的治理机制。随着外部环境变化、

战略目标调整和持续绩效反馈，既有资源协同组合可能无法匹配企业需求甚至产生组织惯性。

因此，企业应建立资源协同的动态评估机制，定期识别关键资源是否过度锁定、资源组件之间

是否过度耦合、平台依赖是否削弱组织自主性，并据此调整资源组合、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特

别是在数字平台和算法系统深度嵌入组织运行的情境下，企业既要利用平台连接和算法反馈

提升协同效率，也要防止算法路径依赖、数据孤岛再生产和组织敏捷性下降。与此同时，政策制

定者应为跨组织、跨行业和跨区域资源协同提供制度支持，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数据

平台，以及数据权属、数据安全、算法透明和平台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开展数字资

源协同和跨边界资源协同的制度成本。

 （四）未来研究展望

资源协同研究尽管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对资源协同的微观基础与跨层次机制、人—机资源

协同范式和动态变革治理仍关注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拓展资源协同的微观基础与跨层次机制研究。现有研究主要从组织层面讨论资源协

同的形成过程与价值转化，对资源协同的微观基础及其跨层次生成机制关注不足。资源协同并

非组织层面资源配置的直接结果，而是个体认知、团队互动与组织制度化过程持续作用的结

果。未来研究可从跨层次视角进一步揭示资源协同由微观行动向组织能力转化的过程机制。具

体而言，在个体层面，可关注管理者和员工如何识别资源之间的潜在互补关系，形成资源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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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判断与行动意向；在团队层面，可探讨个体认知如何通过共同解释、知识共享、任务协调

和问题解决转化为团队层面的协同行动；在组织层面，可进一步分析团队协同行动如何通过组

织惯例、数字平台、流程规范和制度安排沉淀为稳定的资源协同机制与组织能力。这三个层面

共同构成“个体认知—团队协作—组织沉淀”的跨层次学习。

第二，进一步深化人—机资源协同的新范式研究。现有研究开始关注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源

之间的协同关系，并揭示了数字资源如何嵌入组织流程并促进价值创造。然而，随着人工智能、

大模型和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资源正由被动工具转向主动参与者，逐渐具备感

知、学习、生成、交互和一定程度的自主决策能力，并深度参与企业研发创新、生产运营、市场营

销和组织决策等活动。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将资源协同研究聚焦于人—机资源协同，重点考

察机器资源作为主动参与者嵌入组织资源系统后，资源协同的主体结构、作用机制和价值创造

如何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细化机器资源的类型与属性，区分不同机器资源

在协同过程中的功能差异，并探讨其在智能制造、新产品开发和组织决策等情境中如何与人类

经验、员工创造力、客户知识和业务流程形成协同。与此同时，人—机资源协同也可能带来算法

依赖、责任模糊、数据偏差、能力退化和组织惯性等新问题。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人—机资源

协同的边界条件与治理机制，揭示企业如何在提升协同效率的同时保留人类判断空间、维护组

织自主性并强化责任可追溯性，从而增强资源协同对智能化组织实践的解释力。

第三，强化资源协同变革的动态过程与治理机制研究。资源协同变革是企业应对环境变

化、战略调整和绩效反馈的重要方式，但现有研究对其触发条件、演化路径、治理机制及结果效

应仍缺乏充分解释。特别是在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边界重构和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企业如

何识别协同不匹配、推动资源重构并实现再协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资

源协同变革的动态过程，揭示资源协同如何由既有组合向新组合演化，并阐明协同基础如何更

新、协同机制如何重塑以及协同效应如何再生成。方法上，可更多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持续追踪

企业资源协同形成与变革的全过程，揭示不同阶段的关键事件和行动机制。此外，未来研究还

应关注资源协同变革的治理机制，探讨企业如何平衡既有协同效率的维持与路径依赖的突破，

并通过组织结构调整、数字平台治理等行为降低变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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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Integrative Framework,

and Digit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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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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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ergy among different resources helps amplify resource value and serves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firm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and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lthough resource synergy research has produced a growing body of findings, it remains limited by
fragmented perspective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dynamic evolution, and inadequate theorization of the
digital context.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finds that systems
theory, the resource-based view, contingency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source synergy research.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synergy. It argues that resource synergy follows a formation process of “synergy
foundation–synergy mechanism–synergy effect” and is transformed into corporate valu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other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through the enhancement of firm capabilit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firm behaviors. This process is also jointly shaped by macro-level regional
environments, meso-level industry environments, and micro-level firm contex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synergy transformation into the process framework of resource synergy and emphasizes
that firms need to continuously reconfigure resource synergy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strategic adjustments, and performance feedback. Finally, by comparing traditional resource synergy and
digital resource synergy, this paper reveals how connection pressure, feedback pressure, expansion
pressure, and adaptation pressure in the digital context drive the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resource
synergy logic. The study addresses the fragmented and static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ource synergy
research by developing a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revealing its dynamic evolutionary logic in the
digital context, thereby advancing the systematic, dynamic, and digitally contextualize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synergy research.

Key words:  resource synergy;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digital resources;  synergy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volution;  valu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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